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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运动是否会提高民众的抗争意愿
——基于全国民调数据的分析

王奎明，殷 航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 200030）
摘 要：近年，我国发生了多起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邻避运动。在此情况下，经历过重大邻避运动

的城市民众的抗争意愿是否也会随之提高呢？基于全国民调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与未发生邻避运动的城

市相比，发生过邻避运动的城市的民众抗争意愿不升反降。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环保绩效

是造成这一差别的核心因素。由此，邻避运动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政府的环保绩效，降低民众的

抗争意愿，进而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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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2016年7月，江苏省连云港市爆发反对核废料

处理项目的邻避事件，数万民众参与街头抗议，又

一次将邻避问题推上风口浪尖。近年，全国由 PX
项目、垃圾焚烧项目等邻避设施引发的邻避事件不

胜枚举，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衍生品，邻避事件的频繁发生有其必然

性：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础公共

服务设施承载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邻避运动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随着市

民社会的兴起，民众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

与政府“决定—宣布—辩护”的传统封闭政策决策

模式发生碰撞，成为邻避冲突爆发的导火索[1]。以

上两大矛盾导致邻避事件逐年增加，并迫使地方政

府终止或搁置了部分邻避项目。街头抗议已经成

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一

闹就停”的抗议模式成为常态。

从研究范式角度而言，民众抗争意愿属于社会

心理范式的范畴。该范式认为，集体行为的本质是

非理性的情感行为，特别关注“认同”的重要性，认

为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发集体行动，除非该问

题被人们感知并被赋予民众认同的特殊意义。民

众抗争意愿的高低与“认同”共识的达成密切相

关。克兰德曼斯与奥格玛两位学者依据抗争意愿

的高低将抗争行为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一般行动待发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群尚未被卷

入集体抗争活动；第二阶段为“特殊行动待发阶

段”，此时，多数社会成员开始对处于初始阶段或进

行中的集体抗争表现出兴趣；第三阶段则是“实际

参与状态”，多数公众已经形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并

且积极参与到抗争活动当中。

民众的抗争共识何以形成？布鲁默用人与人

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来解释民众抗争共识的形成

机制，具体来讲包括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

染的循环反应过程[1]。格尔则提出了“相对剥夺感”

的概念，他认为当人们感知的剥夺感越强，抗争意

愿也就越强烈，参与集体抗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

大，这是一种“挫折—反抗机制”[2]。抗争共识的形

成同样离不开组织结构因素，笔者比较认同斯梅尔

塞的六因素论：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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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

概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事件，有效的社

会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回到我国现实层面，笔者认为，经历过邻避抗

争的民众其形成抗争共识的几项基础性、现实性共

识已经存在。

首先，对“相对剥夺感”的强烈感受。民众普遍

认为“伴随着阶层地位的不平等，邻避设施的修建

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3]。其次，邻避

型街头抗议的合法性有所提高。党和政府对环境

问题愈加重视，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美丽中

国”等一系列重大发展理念，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

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再次，街头抗议已经成为民众

实现抗争诉求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激烈的街头

抗议可以引发相关部门的关注并明确表态，短时间

内便能使邻避项目停建或者搬迁，已有抗争经验也

是民众组织参与街头抗议活动的最直接动力。最后，

是民众的自发性参与。虽然我国集体抗议活动的重

要特点就是“有动员，无组织”，但民众明显具有自发

参与的积极性，这一点已被多次邻避事件所验证。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民众在邻避问题上的抗争

共识的基础已基本形成。那么，相应的抗争共识是

否也随之产生？民众在抗争方式上，是否更倾向于

组织化抗争？曾发生过大规模邻避运动的城市，其

民众参与街头抗议的意愿是否明显高于未发生过

邻避运动城市的民众？同时，哪些因素直接影响公

众参与街头抗议的意愿度？本项研究将借助全国

民调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探究以上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于

2015年4—5月采用国际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问

卷调查系统（CATI），以“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与

行为指数”为测评框架，对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居

民进行了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按每个

城市100个成功样本抽取，共随机抽取3523个成功

样本，具体见表1。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是借助民调数据的对比研究，调研城

市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近年曾发生过邻避事件的

城市（以下简称“已发生城市”），包括北京等9座城

市；另一部分是未发生过邻避事件的26座城市（以

下简称“未发生城市”），具体见表1、表2。
上述9座城市均发生过重大邻避事件，这些邻

避事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邻避设施为污染

类设施（如垃圾焚烧/填埋设施）或者风险集聚类设

施（核电站/石化产业）等被公认具有明显外部性的

设施；二是发生了大规模的邻避抗争活动，并引起

所在城市居民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成为当时全国的

热点议题。

三、民众抗争意愿的比较分析

（一）民众抗争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目前，我国邻避运动呈现出单周期高潮性的抗

争模式。所谓单周期，是指民众的多轮抗争集中于

一个较短时期，这主要是由政府的维稳态势决定

的。民众的抗争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关于

采取何种方式抵制邻避设施的初次邻避行为选择；

二是在抵制活动受挫的情况下，是否继续参与后继

邻避行为选择。由此，本次调查有针对性地设计了

两个问题：一是，“若政府计划在您的小区附近建设

可能带来污染的设施，如化工厂、垃圾焚烧厂等，您

会怎么做”？二是，“如果您采取的抗争措施或者看

到别人采取的抗争措施没效果时，您最可能会怎

样”？具体数据见表3、表4。

表1 调研城市及样本量

发生过重大邻避事件的城市（N=902）

1.北京 2.上海 3.昆明 4.杭州 5.厦门 6.广州 7.成都 8.大连

9.宁波

未发生过重大邻避事件的城市（N=2621）

1.海口 2.贵阳 3.合肥 4.呼和浩特 5.济南 6.哈尔滨 7.兰州 8.
南昌 9.南京 10.南宁 11.长春 12.青岛 13.沈阳 14.深圳 15.石
家庄16.太原17.武汉18.乌鲁木齐19.西宁20.西安21.长沙

22.银川23.郑州24.重庆25.福州26.天津

表2 发生过邻避事件的城市及案例

城 市

北京

上海

厦门

广州

大连

宁波

昆明

成都

杭州

典型邻避事件案例

北京自 2005年以来，先后发生过一系列以垃圾

处理（填埋/焚烧/生物处理）设施为主要设施的邻

避事件，分别是石景山事件（2005年）、阿苏卫事

件（2009年）、六里屯事件（2010年）、西二旗事件

（2011年）

上海邻避事件涉及设施类型比较多元，包括磁悬

浮事件（2008年）、松江垃圾焚烧厂事件（2012
年）、金山化工厂事件（2015年）

厦门PX事件（2007年）

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2009）年
大连PX事件（2011年）

宁波PX事件（2012年）

昆明PX事件（2013年）

成都彭州PX事件（2013年）

杭州萧山垃圾焚烧厂事件（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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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民众初次抗争意愿度与抗争方式选择

城市类别

邻避态度

未发生城市

已发生城市

无动于衷

6.3%
7%

搬家离开

19.5%
23.7%

私自抗争

7.4%
8.6%

联合抗争

66.8%
60.7%

表4 民众持续抗争意愿度

城市类别

邻避态度

未发生城市

已发生城市

放弃抗争

16.8%
18.6%

说不清

28.7%
29.6%

继续抗争

54.5%
51.8%

从民众的初次抗争意愿和抗争方式来看，与

笔者的预想结果存在很大差别，“已发生城市”民

众的抗争意愿并未显著高于“未发生城市”。具体

来讲，“已发生城市”民众选择参与抗争的比例为

69.3%，“未发生城市”的比例为74.2%，后者反而高

了 4.9个百分点。从抗争方式来看，“已发生城市”

选择联合抗争的民众比例为60.7%，“未发生城市”

的比例为 66.8%，后者又高于前者 6.1个百分点。

从持续抗争意愿度来看，“已发生城市”民众持续

抗争的比例为 51.8%，同样比“未发生城市”低了

2.7个百分点。从初次抗争意愿度和持续抗争意

愿度两个方面来看，“已发生城市”均低于“未发生

城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项研究选取的发生过重

大邻避运动的 9座城市其 2015年的人均 GDP为

16069.5美元/人，高于其余 26个城市的 12646.9美

元/人[4]，9座城市民众的环保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更

为强烈，而邻避运动主要发生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城

市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但从上述数据来看，经历

过邻避抗争后民众的抗争意愿却相对偏低，这与笔

者之前的研究预期存在较大差别。直观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邻避事件的发生不但没有提高

反而降低了民众的抗争意愿。

（二）民众抗争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从直观分析角度发现，邻避事件实际上降低了

民众的抗争意愿。下面笔者将进一步通过列联分

析检验上述观测结果是否成立，即重大邻避运动的

发生与民众的抗争意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具体

结果见表5、表6。
笔者首先对“是否发生过重大邻避运动”与“民

众的初次抗争意愿度与抗争方式选择”进行列联分

析，发现Sig=0.009<0.05，即显著相关。从观测值与

期望值的差别来看，“已发生城市”民众抗争意愿的

期望值明显高于观测值，而“未发生城市”民众抗争

意愿的期望值则明显低于观测值。由此可见，重大

邻避事件的发生确实降低了民众的抗争意愿，这也

表5 “是否发生重大邻避运动”与“初次抗争意愿”的列联分析

是否发生

邻避运动

合计

否

是

观测值

期望值

观测值

期望值

观测值

期望值

民众初次抗争意愿度与抗争方式选择

无动于衷

164
168.9
63
58.1
227
227.0

搬家离开

512
540.1
214
185.9
726
726.0

私自抗争

193
201.6
78
69.4
271
271.0

联合抗争

1752
1710.4
547
588.6
2299
2299.0

合计

2621
2621.0
902
902.0
3523
3523.0

Pearson 卡方

似然比

线性和线性组合

有效案例中的 N
a. 0 单元格（.0%）的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58.12。

值

11.662a
11.507
9.272
3523

df
3
3
1

渐进 Sig.（双侧）

.009

.00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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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前文的分析结果。接下来将“是否发生过重

大邻避运动”与“民众持续抗争意愿度”进行列联分

析，发现Sig=0.307>0.05，即二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性。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我国邻避运动为“单周期高

潮式“的抗争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的一致性可以发现，重大邻

避事件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民众的抗争意愿。

四、民众抗争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笔者进一步对影响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意愿的

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总体而言，主要包括政府类

因素和环保意识类因素，下面将对各项因素的具体

影响进行分析。

（一）政府类因素

1.地方政府环保公信力

在邻避运动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政府公信力被

认为是政府层面的首要影响因素[5]。在复杂的多主

体邻避政策博弈中，政府公信力始终是民众与政府

之间的博弈焦点[6]。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长期实

行“唯GDP至上论”导致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逐渐

被弱化甚至忽视[7]，使得政府公信力不断受到质疑，

并对邻避政策的推行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城市化

高速推进、邻避设施大量出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

在环保方面的公信力便成为民众与政府达成共识

的短板。那么，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环保公信力的评

价到底是怎样的？

如表7所示，民众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

信心整体上还是比较高的，且“已发生城市”与“未

发生城市”的差别仅有0.3个百分点，可以说二者的

满意度基本一致。

2.地方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

政府对环保信息的公开度被认为是邻避运动

的核心影响因素[8]，政府的信息公开度主要涉及政

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问题，即民众是否被排斥或者

限制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

言，目前地方政府的决策模式仍处于传统的封闭性

决策模式阶段。虽然近年我国政府环保政策的制

定过程日益强调科学性，越来越重视环保领域专家

学者的参与，但普通民众的参与依然受到诸多限

制，而普通民众的有效参与才是邻避运动得以有效

规避的基础。另外，客观来讲邻避设施的潜在危害

性使得民众难免心存顾虑，而这种顾虑也确实存在

其合理之处，正如有学者指出：“将环境决策交给专

家并非意味着决策过程是客观和中立的，实际上仅

仅体现了这些专家的意见而已。”[9]所以政府必须提

高信息公开度，充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

从表8数据来看，两类城市民众对于政府环保

信息公开的满意度均不高，徘徊在 50%左右，但是

“已发生城市”比“未发生城市”略高了4.8个百分点。

3.地方政府环保绩效

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支持程度以及是否采取集

体行动，与政府的环保治理绩效直接相关。这一点

表6 “是否发生重大邻避运动”与“持续抗争意愿”的列联分析

是否发生

邻避运动

合计

否

是

观测值

期望值

观测值

期望值

观测值

期望值

民众持续抗争意愿度

放弃抗争

441
453.1
168
155.9
609
609.0

说不清

752
758.1
267
260.9
1019
1019.0

继续抗争

1428
1409.8
467
485.2
1895
1895.0

合计

2621
2621.0
902
902.0
3523
3523.0

Pearson 卡方

似然比

线性和线性组合

有效案例中的 N
a. 0 单元格（.0%）的期望计数少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155.92。

值

2.365a
2.351
2.362
3523

df
2
2
1

渐进 Sig.（双侧）

.307

.309

.124

表7 民众对“地方政府环保公信力”的比较分析

已发生城市

未发生城市

67%
66.7%

表8 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环保信息公开”满意度比较

已发生城市

未发生城市

53%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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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推论，强调民众更倾向于从

政府部门中获得利益，即政府的政策执行结果和服

务效果的传递。我国目前环境政策的决策过程依

然遵循传统决策模式，导致民众处于信息不对称的

弱势地位，这一点对政策的合理性造成了巨大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强化了民众的“邻避情结”。

近年，随着政府观念的转变，科学发展模式开始取

代传统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成为地方各

级政府的重要工作，相关财政投入也不断加大，但

政府的环保政绩是否能缓和民众的抗争情绪呢？

由表9可知，民众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

的满意度整体还是比较高的，两类城市均超过

60%，“已发生城市”比“未发生城市”同样高出 4个
百分点。

从以上三个政府方面因素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来看，“已发生城市”的民众的满意度均高于“未发

生城市”。由于“已发生城市”的平均经济水平相对

较高，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特别是环保方面有着更

为丰富的资源，民众的满意度也应该相应较高。但

是从绝对比例来看，在经历重大邻避运动之后，“已

发生城市”民众对于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依然保

持较高的水平，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两种：首先，

我国的邻避运动是一种“就事论事”式的群体性事

件，事件结束后并未影响民众对于政府工作的整体

评价；其次，我国重大邻避运动在经历了激烈的街

头抗议之后，政府在倒逼之下选择与民众进行沟

通，相关信息也更加公开，决策过程也更为透明、高

效，这在无形之中也提高了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

度。

（二）环境类因素

1.环保意识

邻避运动本身也可以视作民众环保意识和民

主意识日益提高的产物。正如有学者所言：“民众

不断上升的公共环保意识、道德、恐惧和伦理等问

题都是邻避运动产生的多样化和广泛化的原因。”[5]而

这种“邻避态度的发展本身不需要依赖于任何行政

层面、技术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的理性知识，仅仅

是转化为了一种情绪性的反应和表达”[10]。所以，

民众的环保意识是影响民众邻避情结非常重要的

因素。

本次调查设计的问题是“让民众对于污染程度

进行评定”。如表10所示，民众的环保意识普遍较

高，超过50%的民众认为环境污染已达到比较严重

的程度，而且在这一点上“已发生城市”与“未发生

城市”民众的认知基本上是一致的。

2.环境风险感知

邻避设施作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所以遭受“邻避”的污名化，主要是因为

其存在潜在风险。邻避设施的潜在风险可分为技

术风险与感知风险。感知风险主要是一种心理认

知，是民众的风险认知的核心 [11]，也就是民众心中

的“怕”。“怕”作为人的本能又很容易被夸大，这在

邻避运动中尤其如此。另外，邻避设施的专业知识

和信息往往掌握在少数社会群体手中，加之风险解

释本质上是一个视角问题[12]，因此不同群体对邻避

设施潜在风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民众对风险的反

应很容易被个体化。如此一来，民众个体对于风险

反应的简单加总就构成了社会整体反应[13]，民众的

“怕”就会被无限放大，这也是抗议活动频繁出现的

重要原因。

本次调查设计的问题是“民众认为现在的环境

污染对于其身体伤害程度如何”。如表11所示，近

50%的民众认为，当地环境污染对其身体伤害比较

大。同样，在这一点上“已发生城市”与“未发生城

市”的民众态度也基本上一致。

从对环境类两个变量的分析结果来看，主要有

两点发现：首先，民众环保意识的总体水平比较高，

对环境污染风险的感知度也比较高；其次，“已发生

城市”与“未发生城市”的民众在上述两方面的态度

基本一致，说明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已经成为其日

常生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全民性共识，

在自媒体时代重大邻避事件对民众环保意识的强

化并非是局部性的。

五、多因素的回归分析

上述政府类和环境类中的多个因素对民众抗

争意愿存在何种影响？特别是“已发生城市”与“未

发生城市”民众抗争意愿又有怎样的差别？本项研

究以“民众是否选择抗争”为因变量，并使用 SPSS

表9 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环保绩效”满意度比较

已发生城市

未发生城市

65.2%
61.2%

表10 民众对于“环境污染程度”认知度比较

已发生城市

未发生城市

53.2%
54.1%

表11 民众对于“环境风险感知”认知度比较

已发生城市

未发生城市

48.5%
49.9%

··70



21.0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为了更为清晰地探寻

哪些因素对于民众的抗争意愿存在显著影响，本文

通过向前进入法，对以上各项潜在影响因素进行自

动筛选。

从表 12、表 13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已发生城

市”多项因素中仅有“地方政府环保绩效”与民众的

抗争意愿表现出显著相关性，而且政府环保绩效的

提升，有助于降低公众的抵制意愿；另外“环保类因

素”与“民众个体特征”均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在

“未发生城市”，则是“地方政府的环保公信力”与民

众的抗争意愿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另外，个体特征

中“时事关注程度”和“学历”也对民众抗争意愿存

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地方政府环保公信力”

和“时事关注程度”的影响是正效应，而“学历”的影

响为负效应。

回到关键问题，为什么“已发生城市”比“未发

生城市”民众的抗争意愿更低呢？笔者认为可能的

解释是：在“已发生城市”，随着邻避事件热度消退，

多数与邻避设施缺乏直接利益关联的群体不再关

注这一议题，并逐渐退出集体行动，而仅存的核心

利益相关群体的关注焦点也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对

邻避设施的搬离或者是外部性的治理方面。加之，

在发生了激烈的邻避运动后，政府往往能够迅速对

民意做出积极回应，其治理绩效自然大幅提升。另

外，从长期来看，“已发生城市”的政府在类似议题

上更加注重与民众的沟通，能够充分听取民意，相

关制度也更加完善。所以，社会整体抗争意愿下

降，影响民众抗争意愿的关键因素也就集中到地方

政府环保绩效上。

由于近年邻避事件大量出现，对于邻避设施本

身的潜在风险的担忧已成为民众共识，所以在“未

发生城市”，民众对邻避问题的关注更多集中在邻

避政策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两个方面。同时，

由于邻避政策议题相对敏感更具煽动性，故能够吸

引大量社会成员的关注，并使其成为偏好动员的潜

在对象。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整体的抵制倾向

高涨，地方政府环保公信力、受访者的时事关注程

度就成为邻避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自变量

系数

地方政府环保绩效

常量

B
.147
-.143

S.E.
.041
265

Wald
12.575
.290

df
1
1

Sig.
.000
.590

Exp（B）
1.158
.867

表12 “已发生城市”的变量分析

表13 “未发生城市”的变量分析

自变量

系数

地方政府环保绩效

时事关注程度

学历

常量

B
.045
.052
-.135
.772

S.E.
.023
.025
.047
.257

Wald
4.063
4.298
8.082
9.051

df
1
1
1
1

Sig.
.044
.038
.004
.003

Exp（B）
1.046
1.053
.874
2.164

六、结语

通过对发生过邻避事件和未发生邻避事件的

城市居民抗争意愿的比较分析，笔者研究发现，重

大邻避事件的发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民众

的抗争意愿。而政府的环保绩效则是其中的关键

影响因素。实际情况表明，政府为提升环保绩效所

做出的努力分别从制度和现实两方面降低了公众

的抵制意愿。在制度层面，随着环保工作的推进、

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决策过程的透明化与开放程

度的增加，邻避政策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随

之降低。以上措施无疑为公众提供了制度化、规范

化的意见表达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通

过街头抗议等非制度化渠道表达意见的倾向。在

现实层面，随着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与当地环境

质量的改善，以及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公信力提升，

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抵制情绪自然随之下降。随着

政社双方在邻避冲突中不断地磨合，不论是政府的

处突能力还是公众的协商水平均有所提升，使得邻

避政策博弈从“多输”的非制度化抗议转向相对温

和的制度化协商。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邻避运动是社会进步

的必然衍生品。其产生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对推

动社会发展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貌似激烈的

街头抗议活动不仅是民众压力与怨气的“出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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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政府主动提升自身的环保

绩效、改变既有政策决策模式、增强应急和处突的

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

了条件。正如齐美尔所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内

部分歧和外部争论，恰恰是最终将群体连接在一起

的有机联系因素”，“在明显存在着社会各部分和各

等级划分的结构中，对抗所具有的积极整合作用就

表现出来了。”[14]所以，从政府管理角度而言，不应

将民众抗争视为洪水猛兽，而应着力寻找“积极整

合”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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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to the Theory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Liberalism Perspective
——Taking the Thought of Rawls as the Analysis Object

Wang Hongshu（57）
Abstract: Being an important democracy form,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has deep thought resources in
liberal democracy theory. Liberal democracy theorists, in which John Rawls is a symbol, have developed
relatively complete liberal theory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Multivariate r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the social base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Original position and the veil of ignorance are
the idealized background assumption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Liberty, equality, mutually
disinterested and the reasonable are the assumption to the subjects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public reason, are the guide principles to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Public
proof, overlapping consensus and method of avoidance are the basic methods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liberal democracy theory is
trying to promote multi-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zation. It deepens people cognitiv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an unique perspective.
Key words: Democracy; Deliberation and Cooperation; Liberal Democracy; Rawls

Can“the Movement of Not in My Back Yard”Raise th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Resis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ll Data

Wang Kuiming, Yinhang（6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ovement of not in my back yar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a number of such major movements have a great social impact. Have the will of the city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movement will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poll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eople to resist the movement has not been improved, on the
contrary, has been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cities that do not have the movement. Through further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the core factor of this
difference. The occurrence of the movemen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reduce th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fight, so as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 Not in My Back Yard; Willingness to Resis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Credibility

A Legal Theory Study on the Qualitative Treatment of Agreed Bribery
Wei Dong（73）

Abstract：The agreed bribery refers to the state staff’s behavior agreed or promised with the trustee after
the state staff’s departure or in some other conditions to accept the trustee’s property in, before or after
the process of seeking benefit for the trustee by using the convenience of their duties. It will not be
punished to show mens rea unintentionally or preparing for a crime of agreeing to accept the ordinary
property, which has become China’s judicial rules. The key point of the existing uncommitted bribery
crime of agreeing to accept dry share i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bribery has“proceeded”by the agreed
bribee and its specific content. One is that the agreed bribee has“proceeded”to carry out the behavior
of accepting the dry share and committed the bribery crime of accepting the dry share. Another case is
that the agreed bribee has not yet“proceed”to implement the behavior of accepting dry shares and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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